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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实现法律运行通畅，推动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建设，应用型法律体系的构建确有必要。应用型法律

体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础上以“让法律落地”为目标，以实务问题为导向，以实务问题

所涉法律规范为研究对象，以整合法律规范性文件等为构建方式，打破部门法的界限，将法律规范重新

进行排列组合，具有交叉性和整合性。该法律体系的构建是对现有法律体系在实施环节的补充，以改进

创新普法的方式贯通立法与其他的法律运行环节，构建起法律条文和法治实践的桥梁，弥补部门法律体

系下法治实施的局限性，同时为法律与人工智能技术的融合提供基础，推动法治中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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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achieve smooth operation of the law an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an efficient rule 
of law implementation system, the construction of an applied legal system is necessary. On the ba-
sis of the socialist legal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with the goal of “making the law 
be effectively enforced”, the applied legal system is oriented towards practical problems, takes the 
legal norms involved in practical problems as the object of study, integrates legal normative 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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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ments and other construction methods, breaks the boundaries of sectoral laws, rearranges and 
combines legal norms, and it is cross-cutting and integrative in nature. The construction of this 
legal system is a supplement to the existing legal system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law,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innovation of the popularization of the law and other legal operation links, to build 
a bridge between the legal provisions and the practice of the rule of law, to compensate for the li-
mitation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le of law under the sectoral legal system, and at the same 
time to provide a basis for the integration of law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and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ule of law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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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法治即法的统治，是用法律治国的政治思想，最早产生于奴隶社会时期和封建社会初期[1]。春秋战

国时期以商鞅、慎到、韩非为代表的法家提出法治思想使得法治的种子在中国的土壤里生根发芽[2]。《法

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 年)》[3] (以下简称《规划》)中提出，法治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治

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不懈追求。法治兴则国兴，法治强则国强。可见法治在

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性。 
法治的实现必须建设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深入推进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所谓“良法

是善治之前提”，普法即是解决“良法”与“善治”衔接问题的关键一环。《规划》明确提出“以习近

平法治思想引领全民普法工作”，并指出建设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要改进创新普法工作，加大全民普法

力度，增强全民法治观念[4]。普法综合效能提升的问题有二： 
其一，从普法内容论，法律的运行是动态的，主要包括法律制定、法律执行、法律适用、法律遵守，

即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等环节。因执法、司法和守法三个环节中涉法主体已经被推定为知晓法律[5]，
普法便承担着普及我国全部立法成果的任务，社会关系日益增多，法律更新不断加快无疑为此增加了难

度。加之我国长期以来以传统部门法划分理论为准则，将法律依部门进行割裂，忽视各社会关系之间的

交叉性与界限模糊性的做法使得法律在普及过程中难以兼顾部门间的联系性。例如在公司的设立过程中，

投资者和法人的行为会涉及民商事、行政、刑事、经济、环境等多个法律部门，涉及的法律规范众多，

普法难度可见一斑。 
其二，从普法形式论。目前普法的形式较为单一，多为利用传统的媒体为中介进行讲解，这与“单

向传播型”的普法价值理念密切相关。以往的普法活动往往与行政相关，普法者更多考虑完成行政组织

或者说上级制定的目标而不是受众的实际需求，这使得普法在一定程度陷入法律工具主义的窠臼[6]。近

年来，全国各地政府部门落实《关于实行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的意见》中的要求，在

普法形式上已有一定创新，比如南宁市推出《说法讲理》《政法在线》等一批电视广播普法精品，传统

媒体与新媒体融合发展，将法治文化与普法工作相结合，提高普法的渗透力与影响力[7]。尽管如此，普

法工作的创新大多仍体现在形式角度，未能从改进升级普法内容，增强普法实效的角度进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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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普法应当进一步进行转型升级。普法不应当一味地灌输法律知识，而是需要在深入研究法治

实践的基础上，汇总整理公众更易接受的内容作为普法的基础。在形式上将人工智能技术，如最近爆火

的 ChatGPT 运用到普法环节，或将推动法律的适用和遵守。本文提出建设应用型法律体系的概念，革新

普法内容，为法律与技术的融合提供基础，拟通过对现有法律体系重新审视和法治实践经验的总结为新

时代普法工作开拓新思路。 

2. 应用型法律体系的概念 

应用型法律体系(Applied Legal System)，是以法律实务问题为导向，以实务问题所涉法律规范为研究

对象，以整合现有各部门法律规范等为构建方式，具有交叉性、整合性的法律体系。 
“应用型”一词通常作为前缀与其他词汇组成复合词，如常见的“应用型人才”，应用型人才指的

是在一定的理论规范指导下，从事非学术研究性工作，其主要任务是将抽象的理论符号转化成具体操作

构思或者产品构型，将知识应用于实践。又如“应用型本科”这一概念，是指相对、区别于学术型本科

的本科类型，在理论教学的基础上强调实践教学[8]。由此不难看出，“应用型”概念并非与“理论型”

或称“学术型”完全对立。应用既包括操作技术，也包括知识和技能的开发应用，知识和技能的开发应

用就属于理论的范畴，故“应用型”一词不应当做片面的理解，而应当认识到其与理论的密切关系，理

论是应用的基础。应用型法律体系中的“应用型”就有着这样的逻辑内涵，对法律体系的应用型建设是

对知识的整理开发，但这种开发是高效应用的基础，精准服务于应用。 
“法律体系”的概念内涵在不同意义上有不同表述和分类，通说认为法律体系是指一个国家的全部

现行法律规范，按照一定的原则和要求，根据法律规范所调整的对象和调整方式的不同，划分为若干法

律门类，并由这些法律门类及其所包括的不同法律规范形成相互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9]。这种表述实际

上认可法律规范按照特定的标准形成的有机整体便是法律体系这一观点，这也是学术研究意义上法律体

系的概念。在文化意义上，法系又可分为诸如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中华法系，以罗马法典理性的法文化为

纽带的大陆法系，以英国判例法文化为纽带的英美法系等[10]。在某一部门法内部，为清晰其规范逻辑往

往也会建立法律体系，如民法体系指民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其内部具有逻辑联系的各项民事法

律制度所组成的系统结构。可见，法律体系在不同层面意义和话语环境中的含义是不同的。“应用型法

律体系”中的“法律体系”实际上不同于以上三种概念，它是按照法律运行规律，以实务问题导向为原

则对一国全部现行法律规范的重新编排，是现有法律体系在法治环节，也就是法律实际应用环节的延伸。 
应用型法律体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分属于法律运行的不同阶段，因而应用型法律体系并

非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分庭抗礼，而是其本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的一部分，属法治

中国建设的范畴。 

3. 建立应用型法律体系的必要性 

3.1. 部门法划分理论历史演进 

部门法划分理论的形成经过了漫长的过程，有人认为其源自于大陆法系理论体系，实则不然，大陆

法系是由公法和私法两个对立部分组成的相对完整的二元理论法律结构，虽然公法中包括宪法、刑法等

内容，私法中也囊括了商法、民法等法域，但其并未将公法和私法进一步进行细分。部门法划分理论源

于苏联，在新中国建立后被我国法学界广泛采纳运用，虽几经改进创新，不但难以从理论角度得以充分

论证，反而随着社会发展，社会关系复杂多样，部门法划分理论产生的问题及对法治发展带来的阻碍日

益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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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法划分理论产生于社会关系较为简单的计划经济时期，在苏联存续期间以及新中国建立初期发

挥了不可否认的作用。起初，大部分苏联学者认为法律的调整对象是划分法律部门的唯一标准，20 世纪

50 年代，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原有理论难以解释现实，遂单一的“调整对象标准说”增加为调整对象

加调整方式的“双标准说”。苏联法哲学家雅维茨在其著作《法的一般理论》中指出，每种社会关系(财
产、家庭、劳动、管理、行政)需要有它自己的调整手段。每种社会关系中具有特殊性的调整手段促成了

每个有着自己特殊的调整对象与方法的法律部门的形成。法律部门是通过统一的作用方法或多或少独立

地调整着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11]。而法律调整方法是统治阶级在对相应调整对象治理时采用的，

所以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的结合构成了“双标准说”的理论基础。 
经历史的检验，“双标准”并不能完成界清法律部门的任务，有学者提出应当将原则、目的等因素

加入到划分理论中作为补充以填补缺陷。该理论传入我国之后也遇到了同苏联相似的问题，有学者提出

三条划分原则，可概括为：1) 划分结果必须囊括一国现行所有法律；2) 各法律部门应当在数量规模上保

持平衡；3) 兼顾新法的制定[12]。至此，“调整对象 + 调整方法 + 补充原则”的三重结构形成了较为

完备的部门法划分理论。纵观其历史演进，部门法划分理论最终演化为三重标准重叠，这要求一法律部

门内调整对象和方法均具有特殊性，已然违背逻辑学中的“同一次划分的标准必须统一”的规则，也导

致在实践过程中许多问题的出现。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

社会关系的复杂之象日益凸显，新法如雨后春笋般颁布施行，部门法划分理论从起源及发展土壤角度分

析已举步维艰。 

3.2. 传统部门法体系下法治实践的局限性 

20 世纪 70 年代末，中国的法治建设重回正轨，改革开放新时期提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

必严，违法必究”的法治建设基本理念。一系列立法工作加紧开展，在关注立法本土化的前提下借鉴吸

收域外立法成果，确立了以宪法为基础的法制理念，在宪法的基础上，制定并完善了一大批法律法规，

2011 年 3 月 10 日，时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吴邦国同志在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四

次会议上庄严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同时，这一体系构建是与当时的法学学科体

系相吻合的，这种呼应对之后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便利。 
立法只是法律运行的第一个环节，法律如何实际发挥作用才是法治建设的关键。在传统部门法体系

下，我国的法律规范分为宪法及其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环境资源法、社会法、军事法、诉讼与

非诉讼程序法等部门。将法律体系划分为若干个“部门”，在法学的学习、研究和实践方面，的确为我

们带来了便利，但部门法划分理论过于追求某一部门的法律行为、独立的法律责任以及诉讼程序，忽视

了实践中各社会关系、社会规范之间的交叉性与界限模糊性。这不仅切断了法律部门之间的联系与合作，

也严重阻碍新兴法律部门以及新兴学术领域的发轫与发展。例如娱乐法这一概念的出现，其调整对象暂

且不论，其调整方法就兼有民事、行政、刑事法律调整方法，是主要娱乐媒介相关法律实务所涉法律规

范性文件的集合，这显然与调整方法为其一标准的部门划分理论相违背，此时有学者认为其为融合民法、

刑法、行政法调整方式的复杂混合体，亦或沟通链接各部门法的专题法概念。无论何种新观点都体现出

新法律部门出现时传统划分理论的窘迫。现有的部门法划分也并非完全科学规范，与实践应用相匹配，

比如主要规范行政活动的行政法是一个单独的法律部门，但是在实践中规范应当与其并列的立法和司法

活动的立法法和司法法却同属于宪法及其相关法。属于经济法的劳动法中也涉及行政法的调整方法和内

容。该类现象不胜枚举，可以说是法律存在的普遍现实，该种现象实际上与现实生活中法律调整内容和

方式的交叉是相一致的，但从理论层面讲，其与现有的划分理论却是违背的。 
以传统部门作划分的法律体系推动全面依法治国的深入发展已然显得捉襟见肘。原有的法律体系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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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后于我国几十年来在法治建设领域取得的伟大成就，脱节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建设。法律体

系这一概念已经被法治体系所覆盖和吸收，应当作为法治中的一个环节满足全面依法治国的新需要[13]。 

3.3. 法律传播普及现有方式的低效性 

现有的法律普及传播方式主要通过线上、线下宣传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线上通过主流媒介进行传播

[14]。线下举办讲座、座谈会，进行普法教育等。但在普法过程中，其实际内容也是以部门法来划分。例

如在举办一场创业相关的讲座时，其受众是创业者，则讲座的内容主要与民商法相关，而极少涉及刑法、

经济法、社会法等领域，但是创业过程中当然有着违法犯罪的风险，亦或违法劳动用工的情形，这说明

普法内容如果没有跨越部门法律界限，普法效果就会受到限制，难以做到各部门法之间的交融与运用。 

3.4. 法治实践中对法律部门划分的突破 

即使部门法划分理论本身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但这仅是法律部门划分的问题，不能否定我国立法

和法治实践的伟大成就。通过对法治实践的观察可以发现一种有趣的现象，法律规范在实际应用过程中

打破了部门法的界限，依照法律的适用重新进行了排列组合，这种排列组合是客观存续的。法律是一种

社会规范，在国家法治建设即为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四个基本环节。在法律的创制阶段，法因其严

密的逻辑性展现着立法层面上体系的规范性和有序性。但在法律实施阶段，上述法律规范在面对事实时

就需要进行解释和适用，换言之，法律规范最终将与事实相“对应”，这里的“对应”并不是一一对应

那样简略，而是通过三段论进行演绎推理，应用型法律体系就产生于这一过程。社会生活是复杂多变的，

在面对不同问题时就需要适用不同部门的法律规范，或者不同效力层级的规范性文件，甚至是道德规范，

也存在需要同时适用多个部门或效力层级规范来解决一个问题的情况。无论是以上哪种情况，可以发现

有序的法律体系因与社会生活事实的碰撞变得纵横交错或者说乱序，其在原有法律体系中次序的改变并

非人为干预，而是因法治实践自然形成的一种新次序，这种新次序或许难以用诸如章节此类的框架标题

来展现，但是我们不可否认其在法律运行的过程中自然产生并客观存在着。 
应用型法律体系将这一现象进行抽象概括，顺应法律运行规律，能够规避部门法划分理论带来的划

分混乱等问题，新法的颁行与新的实务问题相对应能够合理解释新法在原有体系中的地位问题。应用型

法律体系的构建能够增强普法的有效性，使得立法与其他法律运行阶段契合更加紧密，故建立应用型法

律体系实有必要。 

4. 如何构建应用型法律体系 

4.1. 法治观念的转变是建立应用型法律体系的前提 

法学研究的重点从“法律”转向“法治”是大势所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成后其

应当不断审视自身的内部矛盾以及与实践相结合时出现的问题并不断调整自己，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

相适应，法律才能切实发挥其作用。 
我国近代以来法学的发展倾向于借鉴日本、欧陆(包括苏联)大陆法系的理论与制度。随着苏联法学的

影响，法律部门的概念被引入法学研究并且成为法学基本理论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而现在，我国已经具

有了丰富的法治实践经验，法学研究也不断深入，法学思想也应当更加开放。与大陆法系相比，英美法

系国家更多采用的是普通法与衡平法的法学划分，这种划分显然不是为了构建严密的法律体系，而是以

服务实际应用为目标的。 
新中国成立初期，受到国际环境及政治因素等影响，能够学习借鉴的国外经验只能来自社会主义阵

营，苏联的法律体系是新中国学习的主要对象，改革开放后虽不再受限于“以苏为师”，但对德、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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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法系国家法律制度的全面移植成为重建中国法律制度的捷径。如今中国已经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法治道路，那么此后的发展不必局限于学习某种法律体系或是某国的法治经验，我们大可

以集百家之众长，将各种法治经验综合服务于“法治中国”建设。 
弱化部门法划分的观念是建立应用型法律体系的关键。2016 年刘剑文教授提出了领域法学这一概念

[15]。领域法学的提出实际上已经关注到了法律现象的复杂化和社会生活出现问题的集合性，借鉴领域法

学消除学科壁垒、整合学科知识体系这样的理念，应用型法律体系的构建应当消除各法律部门之间的屏

障。建立应用型法律体系的设想与领域法学的理念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一致的，只有法治观念的转变才能

真正使得应用型法律体系构建得以实现。 

4.2. 现行法律规范是应用型法律体系建立的基础 

法律规范作为社会规范，其在生效期间可以反复适用。“法律规范”这一概念有三层意思：一是作

为一种社会规范与道德等规范并列，重点强调其社会规制中发挥的法律规制的作用；二是立法成果的总

和，其重点强调法律文本的存在与呈现；三是从立法成果中抽象出来的标准法律规范模式概念，属于逻

辑层面的概念，法理的范畴。此处采用第二种含义。 
截至 2022 年 4 月 20 日，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共计 292 件，包括宪法 1 件、宪法相关法 49 件、民法

商法 23 件、行政法 97 件、经济法 82 件、社会法 27 件、刑法 2 件、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 11 件。国家法

律法规数据库显示，截至 2023 年 2 月 16 日，我国现行行政法规 692 件、地方性法规 19,543 件、司法解

释 813 件。更有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一万余件。 
应用型法律体系虽然打破了部门法的划分，实现了分属不同法律文件条文的链接，但是在我国现有

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框架下，各法律部门或者说法律文件内还是有独特的价值取向和逻辑脉络，

应用型法律体系不是对现有体系的取而代之，而是补充，所以现有法律规范的内在逻辑等融贯性应当受

到应有的尊重和遵循[16]。 

4.3. 以实务问题为导向，坚定不移追求“让法律落地” 

让法律切实发挥作用，链接法律条文与法治实践是构建应用型法律体系的目标，可抽象表述为“让

法律落地”。以实务问题为导向的“问题中心主义”也就成为了该体系构建的重要方法。 
法治的核心含义可概括为“良法”和“善治”，善治是法治之目标[17]。法治国家的建设不仅仅是完

善的立法，而应当追求良法的实现。善治是综合的概念，是国家、社会、公民等各主体协调一致，共建

共享的，这就要求涉法主体都要“懂”法。涉法主体参与的法律事务不局限于某一法域内，也并非只涉

及一种法律规范方式，故以单一法律部门进行普法实难见效，应用型法律体系提出以实务问题为导向，

隐含之义即为不论法律调整对象的多样，法律调整方式的复杂，各问题所涉法律规范规模的不均衡等各

种与传统部门法理论相违背的内容，坚持法律服务法治实践，不拘泥于理论教义，而是从法治的现实需

求出发，构建法律条文与法治实践的桥梁。 
应用型法律体系是一个理论层面的概念，其采用创新普法的方式在法治实践中产生作用，这符合马

克思理论中认识来源于实践又推动实践发展的观点。普法是法律运行环节中的关键一环，其发挥的作用

为使得涉法主体达到法治运行所设想的其应有的法律素养水平，以问题为导向的应用型法律体系能够有

效提升普法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实现法律运行顺畅。 

4.4. 引入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 

应用型法律体系以实务问题为导向，具体实务的选取需要对社会运行的情况有量化的分析，这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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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过程可借助现代科学技术。 
近年来大数据分析技术迅猛发展，大数据平台的构建逐渐由产品态转向集成态，分析技术从离线数

据计算转向实时计算结果呈现，该技术可以与实务问题抓取相结合，对风险高频点进行检索，风险高发

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事务的复杂性，能够有利于提高应用型法律体系建设初期整体框架搭建和中后期动态

调整过程中的动向科学性。 
人工智能迭代不断，如美国 OpenAI 最新发布的 ChatGPT 聊天机器人模型能够通过对数据的学习来

模拟人类对话，该种技术或许将来可与应用型法律体系的呈现形式相结合，将巨量的法律规范与实务操

作之间的对应关系存储于机器人的“脑部”，以灵活多变的形式进行展现[18]。 

4.5.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法学体系 

我国长期以来以传统部门法为划分标准，这也影响了法学学科的发展，以法律部门划分学习方向成

为主流，这从法学二级学科的设置中可见一斑，法学专业主要包括法学理论、法律史、宪法学与行政法

学等十个二级学科，这基本与传统的法律部门以及已经获得普遍共识新兴法律部门相契合。 
2017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政法大学考察时曾指出，我国法学学科结构不尽合理，传统学科照搬

西方理论现象突出，新兴学科建设不足，与其他学科交融不充分。该现象展现了法学学科的不足与缺陷，

也点明了法学体系发展的应有方向，即回应实践需要，满足法治国家建设需求[19]。现有法学学科体系与

法律部门和法学课程的设置高度一致，滞后于丰富的法治实践，不利于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的发展。结

合现实情况来看，法学的发展应当是与时俱进或者说具有前瞻性的，具有交叉性质的学科设置和人才培

养方案必不可少。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法学体系是法学发展的宏观要求，这一要求的落实或可带动应用型

法律体系的构建与发展。 

5. 结论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良法善治的法治中国的必由之路。

我国在法律规范体系建立方面已取得重大成就，现阶段应当着眼于法的实施。建设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

是现阶段推动法治深入发展的重要任务。作为连接立法与其他法律运行环节的普法工作仍存在着内容与

形式上的许多问题，剖析问题的本质为我国法律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依部门法划分理论构建的部

门法律体系，该种体系给法律实施带来诸多不便，主要体现为普法难度大、效率低，难以实现针对性和

有效性的统一。本文注意到法治实践已然对现有法律体系作出了突破，法律在实务中的适用跨越部门界

限，与实务问题的导向高度契合。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构建应用型法律体系”这一设想，并从多方面

论证其价值和构建方法。 
应用型法律体系的构建是对现有法律体系在实践环节的补充，能够进一步加强法律条文与法治实践

的联系。应用型法律体系作为普法活动的基础是对新时代普法工作的一大创新，有利于弥补部门法律体

系下法治实施的局限性，促进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建设，实现法治中国。但坦而言之，该设想还未能够

进行大量的实践验证，希望能够在日后的普法实践中切实实施并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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